华盛顿共识对中国的解释：一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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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为例，说明在世界发展危机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主张是有重大缺陷和不可信的，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主张，从而主张以发展的观点来评价中国的一致性市场和替代性市场原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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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言

自20世纪70年代晚期，在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学术著作中有一些重要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它声称中国经济制度改革是一致性市场和替代性市场要素的混和，它至今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一致性市场要素，而积累的问题则源于替代性市场要素，并且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积累的问题将超过所取得的成就。这种主张与国际主要决策制定机构特别是华盛顿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结合，居于主流或传统中国经济改革论的中心。它只不过是声名狼藉的、市场原旨论的华盛顿共识在发展政策著作的扩展。

本文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在世界发展危机的情况下，以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为例，说明新自由主义主张是有重大缺陷和不可信的。特别地，其核心论点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大部分与自身体制改革不相关。这种论点假设在市场规则下发展是“正常的”或“自然的”，然而在世界发展危机的情况下，这种论点是不成立的。相反地，中国的一致性市场和替代性市场原理的有效性不能简单的从市场原教旨论角度来评价，要以发展的观点来评价。
本文的结构如下：下一节将中国发展面貌与其它非西方世界国家情况相比较，突出强调了华盛顿共识的荒谬本质。第三节继续分析了传统组织的战略。第四节批评了这些策略无论在中国还是全世界都与实际不相符。第五节作一些结束性评论。

二、全球化下的“中国悖论”

从全球范围内世界经济发展观点来看，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经济发展是独一无二的。在困扰非西方世界发展的三次大灾难中，中国依然发展的很好。这三次大灾难是：一、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起，发生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失去发展的十年”；二、80年代中期的前苏联集团危机；三、本世纪末发生的席卷大部分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

这些危机显示出世界经济发展的变化，即从1950年－70年代发展的黄金时期过渡到长期停滞时期。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停滞局面，世界主要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趋势的不一致。从表1中可以看出，80年代以前，主要地区的发展状况是相当令人满意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东亚的韩国和台湾，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经济发展是鼓舞人心的。前苏联国家的经济情况决不落后于世界最发达国家。

然而，在经济发展停滞阶段，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个人平均收入增长率在80年代的时候仅为1.3％，90年代的时候为1.8％。低收入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的个人平均收入增长率迅速放慢，从60年代－80年代的2.0％下降到90年代的1.2％。因此，考虑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可以好不夸张的称1980－1990年为“失去发展的十年”。甚至，前苏联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在90年代的时候为－1.7％。

表1 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

	
	1960-70
	1970-80
	1980-90
	1990-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中国
	2.9
	3.7
	8.8
	9.3
	6.8
	7.6
	8.7
	8.9

	印度
	1.1
	2.3
	3.6
	4.2
	3.5
	2.6
	7.1
	5.5

	韩国
	6.0
	8.4
	7.7
	4.7
	3.1
	6.3
	2.5
	4.2

	巴西
	2.6
	6.5
	0.7
	1.3
	0.0
	0.7
	-0.7
	4.0

	俄罗斯
	4.0
	4.7
	1.3
	-4.7
	5.6
	5.2
	7.8
	7.6

	低收入国家（包括中国、印度）
	2.0
	1.8
	2.2
	1.2
	2.6
	2.4
	5.4
	4.5

	中等收入国家
	3.5
	2.1
	1.2
	2.2
	1.6
	2.3
	4.2
	6.1

	中低收入国家
	
	
	1.3
	1.8
	1.5
	2.0
	4.1
	5.6

	    亚太地区
	
	
	5.9
	5.7
	5.1
	6.3
	7.3
	7.7

	    欧洲和中亚
	
	
	1.2
	-1.7
	2.0
	5.3
	5.8
	7.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0.3
	1.7
	-1.3
	-2.3
	0.5
	4.6

	    中东和北非
	
	
	-1.1
	0.7
	0.8
	0.8
	3.4
	3.4

	    南亚
	
	
	3.4
	3.7
	2.8
	2.7
	6.1
	5.1

	    撒哈拉以南地区
	
	
	-1.3
	-0.1
	0.9
	1.1
	2.0
	2.4

	高收入国家
	
	
	2.7
	2.2
	0.4
	0.8
	1.7
	2.8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
注：数据为每年人均GDP的平均真实增长率（%）。


自1980年起，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超过了前几十年的记录，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从表1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在80年代的时候为8.8％，90年代的时候为9.3％，大大超过了这段时间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假定中国经济制度和政策因为它本质上背离了自由市场经济规范早就被世界正统机构所排斥，即华盛顿机构和它的自由市场教条 ，它的发展情况是自相矛盾的，那么，“中国悖论”又是怎么产生的呢？难道真的存在一个独特的可辨别的“中国经济转型模型”？

三、传统经济转型下的中国

谈论“中国悖论”是对自由市场论的挑战，正统组织也直言要抵制这种话题，并且声称在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内，中国经济必定会发生大规模如东亚危机或俄罗斯经济衰退的那样的崩溃，是它因为背离传统教条而遭受的惩罚。

正统组织真正反对的是中国经济制度改革是对个人财产所有权原则的广泛背离。如政府对经济事物的干预，预算软约束以及雇佣、补偿体系的刚性，这些显著的现象都被认为是这些弊端的症状。

因此，长久以来有这样一种主张，声称中国经济制度改革是市场一致和市场替代要素的混和，它至今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一致性市场要素，而积累的问题则是因为市场替代要素，并且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积累的问题将要超出所取得的成就。这种主张认为中国经济的远景是不确定的，甚至有恶化趋向。而避免这种恶化的唯一方法就是拥护传统教条，大规模私有化国有企业和企业外部交易自由化。

在所谓的经济转型争论中，应该注意到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实践对传统教条－“经济转型的市场原教旨论”（IMF 2000）或“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90年代早期，著名的经济学家Martin Weitzman指出：“根据任何一个标准的主流产权理论，即象征经济转型的正确模式的‘东欧模型’，‘中国模型’将是遥远的经济危机的处方……与东欧模型不成功的经验相比，中国模型在实际中的不断成功成为矛盾的中心点”，他对此非常不解。

中国的经验表明坚持个人财产所有权原理既不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如果传统教条理论不能对中国看似反常的情况做出合适的解释，它的可信性将会受到威胁。

对于“中国挑战”，传统框架建立在上述两大主张之上——一个从制度角度，另一个从经济发展角度。世界银行在其1996年关于“经济转型”的世界发展报告中设定了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的转型政策和成果反映的是不同的改革战略，还是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国家的具体要素比如历史、发展水平，或同样重要的——同期政治变化的重要影响？毫无疑问，答案是国家的具体要素，特别是不同的工业化水平，它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真实经济发展的差距。中国和前苏联国家的发展（前者保持了高速发展，后者出现了经济衰退）与它们各自的体制改革战略和发展政策并无多大关联。与前苏联国家不同，中国改革之初工业化水平较低。因此，这就能通过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来促进经济增长，这就延迟了改革必定要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痛苦。

四、深入调查后作出的批评和观点

十分明确，这两大传统命题是基于经济发展是简单而且常态的即经济服从所谓的“发展自然路径”这个基础之上。然而根据表1，我们可以发现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并不乐观。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在综合改革时期具有良好的表现，这不仅与前苏联而且与大部分非西方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时也应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初始条件并不完全是非工业化。我们从表2中的数据可以发现，在1980年，中国工业附加值占GDP的比值竟高达49％。同期相比，这低于苏联（54%），但是却高于韩国（40％），巴西（44％）和印度（24％）。事实上，尽管中国有着这样一个世界上相对较高的比率，但中国在改革时期工业已获得了快速发展，而工业从农业部门吸收了很多劳动力则明显不应考虑在内。

表2 中国工业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工业附加值占GDP的比率（％）

	制成品占总出口中的比率（％）
	高科技产品占总制成品的比率（％）

	
	1980
	2000
	2003
	2001
	2000
	2003

	中国
	49
	50
	52
	89
	19
	27

	印度
	24
	27
	27
	77
	5
	5

	韩国
	40
	36
	35
	91
	35
	32

	巴西
	44
	28
	19
	54
	19
	12

	俄罗斯
	54
	38
	34
	22
	14
	19

	低收入国家（包括中国、印度）
	32
	27
	27
	52
	4
	4

	中等收入国家
	41
	36
	…
	61
	18
	20

	中低收入国家
	…
	36
	35
	…
	17
	19

	亚太地区
	42
	48
	49
	80
	31
	33

	欧洲和中亚
	…
	33
	31
	56
	10
	1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40
	29
	27
	49
	15
	14

	中东和北非
	53
	35
	37
	14
	2
	3

	南亚
	24
	26
	26
	78
	4
	4

	撒哈拉以南地区
	39
	30
	31
	33
	4
	…

	高收入国家
	37
	28
	…
	82
	25
	18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


根据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增长模式如果与20世纪下半叶整个不发达的世界相比较，那么也许并不是不平常的。关于世界上最近的发展有三大一般性发现。这些分别为：首先，最近的发展，以增加资源利用份额和产量的方式，常与工业化进程相联系；第二，在工业部门内部，产量和生产力的提高之间有着正相关的关系；第三，在工业增长与其他经济部门的产量或生产力增长之间也是正相关的。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业附加值的实际增长率达到了每年11.1％，在20世纪90年代又增至每年13.7％。这些都远高于同期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即分别为5.5％、2.7％，同样也高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即分别为3.6％、3.9％。
同时，这也高于东亚的高速发展国家（包括中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两个时期这些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都为9.3％。因此，毫无疑问，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经济增长比率远超过大部分不发达国家。

图1显示了相对于其他部门中国工业的名义和真实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代表在不变价格下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曲线一直都处于代表在当前价格下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曲线上方。这表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化传递到其他经济部门，并最终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此外，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条曲线之间的缺口趋向于扩大，这意味着生产力转移的速度趋于加快。因此，十分明显，中国改革经验表明其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是工业引导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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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Y = GDP，以1978年为基期，以现价表示。L = 总劳动力就业数。写在下方的i和n 分别表示第二产业（如工业和建筑业）和中国其他产业。
来源：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对于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考察，动力的结构制度性原因（具体以中国为例）是必须要考虑的。根据有关工业引导型增长的相关文献资料以“Kaldor-Verdoorn定律”中所述，一个经济体内典型的生产力增长是通过结构性制度安排和所需外部环境两者交互影响形成一种特殊的经济增长路径来实现的。因此，鉴于以下两个问题，我们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进行深入研究。第一，巩固中国的工业化改革的需求来自哪里？第二，中国改革后的经济制度，能利用有利的需求条件来促使生产力增长，那么这些制度体现了什么特征？

对于第一个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主要阻碍新兴工业化的因素正好来自需求方的约束。同时我们从上文中可知，中国工业的高速发展是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具有一个世界范围内最高的工业国内生产总值比率来实现的。改革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必定存在一些特性，以至于能寻求到必需的需求条件来加速工业化步伐。

对于第二个问题，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后的经济制度在国营经济、金融业和工人－企业关系方面具有长期导向的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国有企业而且还有大部分的非国有部门如集体企业，尽管经历了25年的市场化改革和私有化，这两类企业的产量在中国整个工业产出中仍保持2/3的比重。因此，上述第二个问题也可以用下面的形式来表达：国有企业的这种系统特征能更多地补偿传统经济理论中很难避免的效率损失，那它具有什么样的优势？这个问题的深入调查对于搞清中国经济转型的悖论非常重要。

五、结论

根据以上各部分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发现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十分复杂，并不能简单地被纳入到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市场化原则之下。特别地，第一个假设即发展是“自然”、“常态”的，以及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与系统性改革无多大关联都是不足信的。任何有关中国经验的理由都必须加以认真分析，从一个积极而有建设性的观点来看，比如中国改革后的经济制度的特征，它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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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c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worldwide developmental crisis in the era of globalisation, this paper offers a critique of the neo-liberal, Washington Consensus proposition and holds that the efficiency attributes or development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market-conforming and market-supplanting elements should not be judged from a development-oriented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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